燕政权的嬗变与河北藩镇格局起源 by 王炳文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皇帝 年号 年份 皇帝 年号 年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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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天宝十四载 燕（洛阳） 燕（邺） 后燕
高　尚 范阳节度掌书记、屯田员外郎 中书侍郎 侍中 被杀
张通儒 河东节度留后判官、陇右群牧都使判官 尚书令 中书令 降史思明
李庭望 范阳节度使幕僚 河南节度使 降史思明
平　冽 范阳节度使幕僚 降史思明
严　庄 范阳节度孔目、太仆丞 御史大夫 归唐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姓名 天宝末 燕（洛阳） 燕（邺） 后燕 平叛后
史思明 北平太守、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 范阳节度使、燕王 降而复叛 皇帝，被弑
高秀岩 大同军使 河东节度使 归唐
张献诚 檀州刺史 檀州刺史？ 归唐 汴州刺史 汴州节度使




薛　嵩 幽州裨将 相州刺史 相卫节度使
张忠志 幽州裨将 恒州刺史 工部尚书、恒州刺史、恒赵节度使 成德军节度使
田承嗣 卢龙军裨将 魏州刺史 魏博节度使
李怀仙 幽州裨将 燕京留守、范阳尹 幽州卢龙军节度使
　　需要指出的是，战后“（田）承嗣及李怀仙、张忠志、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”②的局面并非自然形成，
而是叛将内部权力斗争与兼并的结果。在此过程中，军州出身者逐渐受到排挤，最终留下的田、李、
张、薛四位低级偏将出身的节帅成为安史之乱的最大受益者③。就出身与渊源而言，田、张诸人之间
无疑具有较之他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，这也构成了战后河北对于军州势力的一种自然打压。关于此
点，可从恒州与定州之间的斗争中窥得一二。定州下辖北平军，玄宗朝便已“管兵六千人”④，为幽、恒
两州间的战略要地。终有燕一朝，长期盘踞定州者为程元皓，其人天宝末已为易州武遂府将领，史燕
时期官至定州刺史，兼北平军使。据程元皓墓志残件，知其归唐后的完整职衔为“光禄卿使持节定州
诸军事、定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、成德军节 度副使 ”⑤，这远高于后来掌控成德的王武俊归唐时被
授予的“御史中丞充本军先锋兵马使”⑥之职，而与彼时名义上节制恒、赵的降将张忠志（李宝臣）地位
相当。唐廷在恒州设置成德军时，也保留了定州的北平军，恒、定之间形成制衡。然而宝应元年十一
月程元皓归唐后，次月即离奇地“构疾”而卒于任上⑦，恐怕与李宝臣集团的排挤甚至暗杀不无关系。
经过燕政权长达七年的内部嬗变以及唐廷最终平叛的政策影响，“节帅出偏裨”的模式在河北成
为常态，而军州则长期掌控着地方军事力量，与节度使形成制衡。蒲立本认为：“河北在安史之乱后的
半割据局面不只是某几位节帅问题，否则不会持续太久。显然，它基于河北军队中一种有意识的强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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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６６年，第５８～６０页。
刘籧等：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，第１３８７页。
⑦　周绍良主编：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宝应四《（上缺）禄卿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成德军节（上缺）开
国伯食邑七百户程府君墓志铭并序》，第１７５２页。
刘籧等：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二《王武俊传》，第３８７２页。
独立想法，这些军队对安史及燕政权的态度与其对唐朝明显不同。”①蒲氏所指出的这种“河北军队
中”的“独立”意识，其实应做更深层次的剖析。唐后期河北藩镇父子相传及动乱频仍的特点，固然与
胡人养子习俗有关②，但就制度因由而言，实与“节帅出偏裨”的传统密不可分。父子因循只是表象，
实际上节帅之子担任偏将的传统才是造就“河朔故事”的深层原因，而为后世称道的田兴归唐其实是
偏将强势的另一种表现。至于为众多史家观察到的河北易帅之际多有动乱的情况，其实多源于偏将。
与之相对，则是军州力量的长期稳定。这形成了唐后期河北藩镇的一种二元分离形态。
四　孤立史燕与媾和中兴
对于安史之乱的最终平定，以往史家主要探讨唐朝方面的政策意图。事实上，如果站在燕政权的
角度看，这场叛乱的终结其实更像是一次唐燕双方的政治媾和。彼得森曾经表示，宝应元年秋的大进
军诚然迅速终结了叛乱，但却具有相当的“欺骗性”，而唐军最终的所谓胜利“是通过主要叛将及时的
投降才实现的”，这些将领很可能“在投降前得到了包括个人安全及权力在内的具体承诺”③。现在来
看，彼得森的推测不无道理，只不过这种“具体承诺”的兑现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被动。诸多史料表
明，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，史燕的地方节帅主动与唐廷达成了默契，将孤立并终结史燕的统治作为
双方共同的目标。
这种主动献媚在当时燕朝实权派将领中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。按照正史中的说法，宝应元年十
月，“元帅雍王率诸军进发”，在洛阳北郊横水与叛军展开决战，叛军大败，“史朝义奔冀州”，唐军遂“收
东京、河阳、汴、郑、滑、相、魏等州”。随后，叛军“恒州节度使张忠志以赵、定、深、恒、易五州归顺”，“于
是河北州郡悉平”④。事实上在唐军收复东京洛阳之前，驻守相州的燕将薛嵩已召集麾下，明确了归
唐意向。从《薛嵩碑》的记载中我们知道，宝应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横水战败后燕军渡河北逃，薛嵩果断
地“命塞杏园之津，绝松漠之路”，扼住了燕军北返幽州的必经渡口。然而次日雍王便上奏代宗，称已
“收东京、河阳、汴、郑、滑、相、魏等州”。毫无疑问，即使唐军追击的速度再快，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由
洛阳到达相、魏等州，显然薛嵩早已与唐廷达成一致，险将史朝义瓮中捉鳖。碑文中所谓的“群凶枭
首，海塞克清，公之谋也”⑤，恐非虚美。与之相类，张献诚也在当时“募间道入秦之使，申潜谋破虏之
策”，当唐朝大举进攻洛阳时，“朝义乞复郊”，而张献诚反戈助唐，并以“巨寇奔北而受毙，官军自东而
势，公之力也”⑥自得。张忠志、田承嗣等所为大致相同，遂使历经四代君主的燕政权一夜瓦解。蒲立
本认为，“不同于安庆绪的是，史朝义被追捕，未给予重整旗鼓的机会”，而河北诸将的归唐，在事实上
遗弃了史朝义⑦，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。
这种政治承诺产生的最深远影响，在于唐朝认可了史氏父子治下的藩镇划分，为河朔三镇的形成
提供了大致模板。至德二载第一次平叛后，尽管肃宗对于降将“各令复位，便领所管”⑧，但并未承认
燕朝所划分的藩镇，多以刺史置之。如史思明受任“河北节度使”兼范阳长史，实际与叛乱前的范阳节
度使无异；安燕政权委任的河东节度使高秀岩降为云中太守，实际负责河东节度使最初所辖的代北部
分。可以看出唐朝对于叛乱前的边镇设置的坚持。与之相比，宝应元年最终平叛时的处置则大为不
同，此次叛军的节度使名副其实地“各复其位”，史燕政权所划分的诸节度使被唐朝全盘接受。从唐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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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研究所编：《山西碑碣》，第１０８～１０９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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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墓志铭并序》，第６９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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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度来讲，之所以能够接受这种媾和，与其平叛中一贯坚持的实用主义立场密不可分。事实上，史思
明所建立的后燕政权与其说是对叛乱和燕朝的延续，不知将其视为至德二载唐朝平叛后悬而未决的
一个政治问题。这个问题的实质，是如何处理追随安禄山叛乱的实权派军将。正如彼得森所说，“如
果说妥协、官复原职的话，这也只是对叛乱以来措施的一种延续”①。从燕政权的内部嬗变以及唐廷
整体平叛思路来看，代宗只不过是完成了其父未竟的对于河北藩镇的政治媾和。
收稿日期　２０１８－０２－２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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